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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新进展与应对策略
 

沈铭辉　 　 张中元

内容摘要: 东亚地区是全球生产网络中最为活跃的地区, 受多重因素影响, 东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呈

现新的态势, 东亚地区贸易增加值区域化不断加深,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趋于短链化, 数字化转型加速

了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演进。 构建东亚区域价值链, 符合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战略诉求, 但域外因素对

东亚价值链的冲击加剧, 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东亚价值链重构也会引发东亚国家间更

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影响东亚区域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为了更好地

应对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的障碍和风险, 东亚国家应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时机, 主动推进域内各国进

行有序的价值链分工与合作, 通过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区域价值链, 强化区域价值链体系的韧性和互补性, 推

进东亚区域价值链数字化转型, 这对东亚国家实现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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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价值链进入深

刻调整期, 近年来,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展开、
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逻辑、 政策制定的目标发生

深刻变化, 叠加世纪疫情及长期积累的全球化负

面影响, 导致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吴迪, 2023) 。
东亚地区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最为活跃的地区,
是跨国公司新一轮全球生产布局调整的战略重心。
随着东亚地区各国(本文主要指中国、 日本、 韩国

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禀赋优势与技术水平呈现结构

性变化, 助推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已

发生变化。 加上新技术革命、 大国竞争博弈以及

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东亚价值链内部产

业分工布局和产业组织形态开始出现调整与重组。
基于此, 本文将深入分析东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

链的新态势, 总结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及东亚区

域价值链重构面临的障碍和风险, 并进一步探讨

重构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应对策略。 一方面为促进

东亚区域价值链分工演进提供经验证据与理论依

据, 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推动和引领东亚区域价值链

重构提供新的思路和决策参考。 这对东亚国家调整

和优化区域价值链、 提升价值链韧性、 实现制造业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的

现状与新进展

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东亚发展中国家

最初是以低廉的要素价格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
从事价值链中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 由于中国逐

步丧失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 因此一些低端制造

业环节开始向越南、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等域内新

兴国家转移, 部分高附加值环节向美国、 日本等发

达国家收缩, 东亚区域内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生产环

节出现收缩或异地迁移。 在多方力量推动下, 全球

价值链进入了加速系统结构重构的关键时期(甄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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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22)。 生产要素结构变化、 全球经济治理权

力博弈、 比较优势重塑是导致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

的内部根源(朱延福等, 2022)。 区域化、 短链化、
数字化正成为当前全球价值链调整的重要特征和新

趋势(沈铭辉等, 2023)。
(一)东亚地区贸易增加值呈现区域化加深趋势

近年来, 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布局快速加深成为

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全球价值

链区域化是指跨国公司基于成本及市场需求因素对

价值链进行资源配置优化, 在价值链环节的上下游

关联或中间品的供需上形成了各自的竞争优势和规模

经济, 使得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区域集

中的状况和特征(臧新等, 2021)。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

流行也深刻改变了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底层逻辑, 引发

全球价值链的破坏性结构重构, 多数国家要更多考虑

安全性、 稳定性和确定性等因素, 这导致各国在制定

政策目标时从更加注重效率转向更加注重安全; 跨国

公司开始重新思考投资和生产的空间布局, 将对外活

动向本土转移或构建多元化供给体系。 东亚各经济体

充分意识到区域合作与全球化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各

国(地区)政府纷纷出台政策, 选择加入区域性合作

以避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促使本国相关产业的全

球价值链进行区域化重构或“去全球化”重构, 导致

全球价值链在东亚地区向本土化转变。
就东亚地区经济体来看, 其出口贸易增加值中

来源于东亚地区内部的外国增加值部分呈现明显增

长趋势。 图 1 给出了东亚经济体 2010—2021 年间出

口中来自本地区的外国增加值占全部外国增加值的

比重。 其中, 出口商品增加值中来自本地区的外国增

加值占全部外国增加值的比重明显上升, 从 2010 年

的 31%上升到 2017 年的 33. 9%, 到 2020 年更是上升

到 36. 5%, 2021 年有所下降, 为 33. 5%。 但出口服务

增加值中来自本地区的外国增加值占全部外国增加值

的比重变化不大, 基本维持在 27% ~29%之间。
具体到东亚各经济体, 表 1 给出了 2010—2021

年间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中来自本地区增加值占来自

全球增加值的比重。 中日韩三国出口中来自本地区

增加值占来自全球增加值的比重相对低于东盟国家,
反映出三国广泛参与全球贸易的程度高于东盟国家。
其中, 中国出口中来自本地区增加值占来自全球增

加值的比重低于其他东亚经济体, 2010—2014 年间

为 22. 4%, 2019—2021 年间为 23. 9%; 韩国相对较

高, 2010—2014 年间为 32. 3%, 2019—2021 年间上

升为 34. 2%。 东盟各主要经济体出口中来自本地区

增加值占来自全球增加值的比重相对较高且呈现上升

趋势, 其中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越南 2019—2021 年

间该比重均超过 50%, 印度尼西亚在 49%左右, 老挝

和柬埔寨更是超过 60%。
　 　 东亚经济体贸易增加值逐渐呈现区域化加深的趋

势, 地区生产网络与地区内市场网络联系越来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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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东亚经济体出口中来自本地区外国增加值占来自全部外国增加值的比重(2010—2021 年)

　 　 数据来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GVC 指标体系数据库, 网址: http: / / rigvc. uibe. edu. cn / sjzlk / sjk / in-
dex. htm。 下同。

注: 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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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对本地区内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这为构建东亚

区域价值链奠定了基础。 随着亚洲区域内各种互动性

经济合作兴起, 各经济体倾向于加强产业的本土和区

域布局, 区域性经济合作越来越多地影响亚洲区域价

值链的结构变动, 导致亚洲区域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

的依赖减少, 自主程度增强(戢仕铭, 2021)。
(二)东亚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趋于

短链化

在产业内分工协作的全球价值链中, 任何分工环

节的供应波动或断裂, 都可能导致整条价值链陷入瘫

痪,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以

及地缘政治关系持续紧张, 各国企业对价值链分工的

诉求开始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韧性优先, 增强系统

应对未来突发事件冲击的韧性成为价值链重构的主要

方向。 现有研究发现, 亚太价值链经历了深刻的重构

历程, 在重构过程中, 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分

工模式总体趋于弱化, 中国的亚太价值链相对地位得

以显著提升, 其所参与的亚太价值链分工程度日益复

杂, 各亚太经济体间的价值链长度呈现出延长和缩短

并存的差异化变动特征(周彦霞等, 2021)。
从表 2 可看出, 东亚经济体的价值链长度, 呈现

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特征。 其中, 中日韩三国参与全球

价值链前向、 后向长度要高于东盟各经济体, 三国中

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前向、 后向长度为最高; 但中

日韩三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前向、 后向长度 2019—2021
年间的平均长度均低于 2010—2014 年间和 2015—
2018 年间的平均长度, 价值链长度呈现明显收缩的趋

势。 东盟各经济体参与价值链长度则呈现出一定的差

异化, 其中, 菲律宾参与全球价值链前向、 后向长度

呈现明显收缩的趋势, 新加坡和越南则呈现明显延长

的趋势; 印度尼西亚、 泰国、 柬埔寨参与全球价值链

前向长度呈现收缩的趋势, 但后向长度呈现延长的趋

势; 马来西亚、 老挝参与全球价值链前向长度呈现延

长的趋势, 但后向长度呈现收缩的趋势。
表 3 显示东亚各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前向、 后向参

与程度。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前、 后向参与程度上均呈

现 U 型, 即 2015—2018 年较 2010—2014 年间在全球

价值链前、 后向参与程度上均有所下降, 2019—2021
年较 2015—2018 年间在全球价值链前、 后向参与程

度上均有所上升; 日、 韩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

程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前

向参与程度上有所上升。 在东盟经济体中, 各经济体

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上有分化, 其中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前向、 后向参与程度均有所下降;
菲律宾在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上有所下降, 但在

后向参与程度上有所上升; 泰国、 越南在全球价值链

前向参与程度上均呈倒 U 型, 但越南在全球价值链后

向参与程度上有大幅提升, 泰国则在全球价值链后向

参与程度上呈现 U 型; 老挝、 柬埔寨在全球价值链前

向参与程度上有大幅提升, 在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程

度上老挝变化不大, 但柬埔寨出现大幅上升。
表 4 显示了东亚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复杂

程度。 在参与前向全球价值链中, 东亚各经济体参与

前向简单价值链的程度均高于参与前向复杂价值链的

程度; 在参与前向复杂价值链中, 只有日本和韩国以

及老挝和柬埔寨的参与程度呈上升趋势, 其余经济体

的参与程度均呈下降趋势,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的下降幅度较大。 在参与后向复杂价值链中,
只有泰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的参与程度呈上升趋

势, 越南、 柬埔寨的上升幅度较大, 其余经济体的参

与程度则均呈下降趋势, 韩国与马来西亚的下降幅度

较大。

表 1　 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中来自本地区增加值占来自全球增加值的比重(2010—2021 年)
单位:%

时间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2010—2014 年 22. 4 28. 7 32. 3 41. 6 42. 9 30. 4 41. 9 36. 6 42. 0 55. 2 66. 8

2015—2018 年 24. 1 28. 5 32. 4 38. 3 47. 3 31. 7 44. 9 34. 8 48. 2 62. 0 65. 2

2019—2021 年 23. 9 28. 8 34. 2 48. 7 51. 9 34. 2 56. 3 41. 5 55. 6 60. 0 69. 0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原始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GVC 指标体系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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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亚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前向、 后向长度(2010—2021 年)

时间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前向参与长度

2010—2014 年 2. 27 1. 90 1. 97 1. 61 1. 72 1. 64 1. 86 1. 81 1. 74 1. 55 1. 44

2015—2018 年 2. 31 1. 87 2. 00 1. 58 1. 70 1. 59 1. 88 1. 85 1. 71 1. 59 1. 48

2019—2021 年 2. 07 1. 81 1. 88 1. 58 1. 77 1. 59 1. 87 1. 77 1. 77 1. 63 1. 44

后向参与长度

2010—2014 年 2. 35 1. 91 1. 94 1. 59 1. 77 1. 69 1. 70 1. 85 1. 86 1. 42 1. 61

2015—2018 年 2. 39 1. 87 1. 98 1. 59 1. 74 1. 66 1. 75 1. 89 1. 82 1. 42 1. 61

2019—2021 年 2. 16 1. 83 1. 89 1. 60 1. 75 1. 66 1. 78 1. 88 1. 86 1. 40 1. 62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原始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GVC 指标体系数据库。

表 3　 东亚各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前向、 后向参与程度(2010—2021 年)

时间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前向参与程度

2010—2014 年 12. 3 18. 9 33. 2 26. 4 52. 5 14. 7 56. 3 28. 2 32. 2 32. 0 8. 4

2015—2018 年 11. 1 20. 8 35. 2 23. 0 45. 8 12. 1 53. 0 32. 4 35. 9 35. 9 16. 6

2019—2021 年 11. 2 22. 0 36. 0 20. 3 43. 0 10. 5 47. 9 31. 1 31. 4 50. 5 23. 2

后向参与程度

2010—2014 年 17. 3 21. 8 38. 2 15. 8 40. 1 16. 9 60. 5 33. 5 44. 7 12. 2 22. 5

2015—2018 年 13. 0 20. 8 32. 4 16. 1 38. 8 18. 7 52. 1 30. 7 45. 9 12. 6 28. 6

2019—2021 年 15. 2 19. 1 29. 3 13. 9 36. 5 19. 4 47. 5 37. 0 50. 2 12. 1 39. 0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原始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GVC 指标体系数据库。
注: 1. 前向参与程度 GVCpt_f= (VAsgvc+VAcgvc) / SVA。 其中, VAsgvc 表示由进口商直接吸收的中间产品出口中的附加值

(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 VAcgvc 表示由进口商进一步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中间产品出口中的附加值(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

动); SVA=VApdp+VArtp+VAsgvc+VAcgvc。 VApdp 表示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增加值; VArtp 表示最终产品出口中的附加值。
2. 后向参与程度 GVCpt_b=GVCpt_b_s+GVCpt_b_c。 其中, GVCpt_b_s = FVAsgvc / FG, GVCpt_b_c = (DVAcgvc+FVAcgvc) / FG;

FG=DVApdp+DVArtp+DVAcgvc+FVAsgvc+FVAcgvc。 式中 DVApdp 表示生产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所直接创造的国内增加值; DVArtp
表示通过生产出口最终产品直接创造的国内附加值; DVAcgvc 表示国内返回和消费的国内增加值(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
FVAsgvc 表示国内消费产品生产中由伙伴方直接创造的附加值(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 FVAcgvc 表示在最终产品生产中创造

的除 FVAsgvc 以外的外国附加值(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

　 　 (三)数字化转型加速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演进

目前, 以 5G、 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 AR、 云计算、 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

赋能实体经济, 打造富有柔性和弹性的供应链体系,
推动经济向“知识主导型、 数据驱动型”的数字经济转

变, 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新的理论逻辑

推动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戴翔等,

2022)。 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动

能, 促进全球价值链加速分解、 融合, 重塑企业生产

方式与营销模式以及整个产业的组织形式, 提高制造

环节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产业数字化增加了产业

制造的服务内容, 延长了生产工序, 生产加工更加复

杂、 精密、 智能, 全球价值链附加值的分布发生改

变, 成为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新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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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东亚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复杂程度(2010—2021 年)
单位:%

时间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前向简单价值链

2010—2014 年 7. 3 10. 7 19. 0 15. 9 31. 8 8. 5 30. 8 18. 0 20. 9 23. 0 4. 7

2015—2018 年 6. 4 12. 0 20. 2 14. 7 27. 2 6. 9 29. 1 20. 4 21. 9 23. 0 8. 8

2019—2021 年 6. 5 12. 7 20. 5 13. 7 27. 1 6. 4 26. 4 20. 6 21. 4 30. 7 9. 0

前向复杂价值链

2010—2014 年 5. 1 8. 2 14. 2 10. 4 20. 7 6. 2 25. 5 10. 1 11. 3 9. 0 3. 7

2015—2018 年 4. 7 8. 9 15. 1 8. 3 18. 6 5. 2 23. 9 12. 1 14. 0 12. 9 7. 8

2019—2021 年 4. 8 9. 2 15. 5 6. 6 15. 9 4. 1 21. 5 10. 5 10. 0 19. 8 14. 1

后向简单价值链

2010—2014 年 8. 0 13. 3 13. 3 8. 2 15. 4 9. 3 5. 6 17. 0 12. 6 5. 5 6. 6

2015—2018 年 6. 3 11. 9 12. 8 8. 6 14. 8 11. 2 5. 7 12. 5 10. 2 5. 1 8. 4

2019—2021 年 7. 4 11. 1 12. 6 7. 8 15. 9 11. 8 6. 7 15. 3 6. 2 4. 8 10. 0

后向复杂价值链

2010—2014 年 9. 3 8. 5 24. 9 7. 6 24. 7 7. 6 54. 9 16. 5 32. 1 6. 6 15. 9

2015—2018 年 6. 7 8. 9 19. 7 7. 4 24. 0 7. 5 46. 4 18. 2 35. 7 7. 5 20. 2

2019—2021 年 7. 8 8. 0 16. 7 6. 1 20. 6 7. 6 40. 9 21. 7 44. 0 7. 3 29. 0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原始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GVC 指标体系数据库。

　 　 数字技术在疫情中的作用十分明显, 其快速发

展及应用成为东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增长点,
东亚国家之间的数字贸易发展迅速, 为更多市场主

体提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使得全球价值链驱

动机制出现向数字化转型的趋势。 伴随数字化和智

能化技术向东亚经济体产业中各个环节的渗透、 融

合, 推动企业研发、 生产、 营销模式变革, 特别是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 跨境电商作为推动企业参与全

球生产分工的重要载体, 通过降低搜寻匹配成本和

市场进入门槛促进企业价值链参与, 保障部分行业

的生产与供应, 提高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水平和全

链条的弹性与韧性, 成为全球价值链稳健运行的关

键支撑(刘斌等, 2022)。
表 5 为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中数字产品增加值占

比。 其中中日韩三国及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等国的占比较高, 特别是韩国, 这一占比超过

20%。 但中国出口中数字产品增加值占比呈下降趋

势, 从 2010—2014 年间的 12. 5%下降到 2019—2021
年间的 10. 9%; 菲律宾、 老挝、 柬埔寨出口中数字

产品增加值占比也呈下降趋势。 其余国家出口中数

字产品增加值占比均呈上升趋势, 韩国出口中数字

产品增加值占比从 2010—2014 年间的 20. 9%上升到

2019—2021 年间的 25. 0%, 新加坡出口中数字产品

增加值占比从 2010—2014 年间的 11. 9% 上升到

2019—2021 年间的 17. 8%, 上升幅度较大。
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加快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力

量, 数字化投入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伴随数字技术在各产业领域的渗透和应用, 东亚经

济体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在数字

技术与智能制造装备融合的集成创新下, 企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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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中数字产品增加值占比(2010—2021 年)
单位:%

时间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2010—2014 年 12. 5 13. 7 20. 9 4. 4 10. 7 14. 4 11. 9 2. 5 6. 6 1. 4 2. 5

2015—2018 年 11. 7 13. 1 22. 7 4. 7 12. 0 9. 3 12. 9 2. 5 7. 2 0. 7 2. 3

2019—2021 年 10. 9 13. 9 25. 0 3. 6 12. 9 10. 5 17. 8 3. 2 7. 8 0. 8 2. 2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原始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GVC 指标体系数据库。
注: 出口中数字产品增加值占比以该经济体出口中来自 C14 电气和光学(Electrical

 

and
 

Optica)及 C27 邮政和通信(Post
 

and
 

Telecommunic)两产业部门增加值占总出口增加值的比例测量。

产品生产过程的自动化、 智能化与数字化, 为企业

业务转型和业态模式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促

进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和向专业化发展。 例如, 东亚

经济体借助数字技术, 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货物贸

易, 传输数字产品和服务, 甚至提供生产所需的数据

要素, 催生出产业互联网等新型贸易活动, 能够对外

部冲击及时响应并作出调整, 提高供应链韧性。
数字技术在引致技术创新、 产业组织与生产模

式变革, 大幅提高生产力的同时, 还会加速价值链

分解, 促进价值链融合与创新, 对全球产业竞争赋

予新内涵。 数字经济对全产业链的渗透和融合将重

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 加速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降低贸易成本并增

强产业关联、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和安全性, 推动全

球价值链长度的增加, 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

(杨仁发等, 2023)。 而中间投入品数字化具有技术

创新、 制度创新、 流程创新的创新驱动效应, 投入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推动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 进一步推动

价值链重构(项松林等, 2023)。 疫情过后, 全球价

值链呈现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区域化趋势, 构建东

亚区域内现代化、 数字化、 智能化的产业体系, 形

成价值链垂直分工, 实现区域内更加紧密的生产与

市场网络, 最终实现以区域价值链为支撑向全球价

值链的高端攀升(崔日明等, 2020)。

二、 东亚价值链重构面临的

挑战与障碍

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东亚国家生产环节重组提供

更大调整空间, 在此背景下, 构建东亚区域价值链

符合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战略诉求。 其中, 东亚

国家制造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呈显著上升趋势,
特别是东盟国家制造业生产和市场网络对中国的依

赖程度都稳步上升, 中国已成为东盟生产网络和市

场网络的中心, 这为构建东亚区域价值链奠定了基

础。 但东亚国家在共同推动东亚价值链重构过程中,
不仅面临东亚价值链自身发展困局的挑战, 还面临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等外部因素带来的扰动和障

碍。 东亚国家在参与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
因企业吸收能力不足以及国外企业的“俘获行为”导

致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 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在

低技术制造业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当前, 全

球价值链呈现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和数字化转型的趋

势, 但东亚域外国家在区域内的数字技术竞争加剧、
部分国家营商环境制约、 区域数字治理赤字等因素

也为深化东亚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和区域价值链数字

化转型升级带来风险和挑战。
(一)域外因素对东亚价值链冲击加剧, 东亚区

域价值链重构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冲突诱发了世界各国在政治与经济等

领域的新一轮博弈, 关于产业链、 供应链主导权的

争夺日趋激烈, 使很多国家贸易政策由注重合作共

赢转向战略竞争, 甚至将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提升

到关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 导致全球产业链、 供应

链的外部环境不断恶化(吴迪, 2023)。 东亚区域价

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国竞争

与博弈明显加剧的今天, 成为美国亚太战略重点关

注的区域。 但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确保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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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 基于所谓的“国家经济安全”
以及不确定性预期, 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

主义, 通过实施针对性明显的产业政策, 采取保守

的价值链收缩策略, 试图通过缩短生产环节长度来

提高生产的可控性, 实行再工业化政策回流部分高

端制造业, 使得东亚区域价值链组织结构与分工模

式发生改变, 对东亚经济体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周

彦霞等, 2021)。 美日等国追求对全球价值链权力

的维护与竞逐, 导致全球价值链发展兼具经济和安

全双重属性, 即遵循市场与社会共同选择规则, 加

剧了东亚价值链重构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杜志远,
2021)。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
大国博弈加剧, 美对华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增加,
发达国家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多重因素不断推

动全球价值链向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方向重塑。 但东

亚价值链对美欧市场外部依赖性高, 这一特征使其

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极易导致国外企

业对东亚国家的“俘获行为”并将外部风险通过价值

链传导至区域内部。 例如, 有研究发现泰国对全球

价值链的融入实质上是一种“代理式融入”, 外资企

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泰国的生产活动, 导致泰国对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总体表现出既融入又游离的矛盾

性。 一旦外资企业抽离, 泰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

模与深度也将大幅度缩小(罗仪馥, 2022)。
在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地缘博弈竞争加

剧等因素的推动下, 中国在推动深化东亚区域价值

链合作的过程中, 面临来自美国的多重阻碍。 美国

打着“民主大旗”拉拢盟友, 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持续

定向封堵,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也在一定程

度上配合美国对华技术封堵, 日本对华政策受美国

影响程度不断加大, 并不断升级对华价值链竞争与

防范措施(刘兆国, 2022)。 美国及其盟友充满“零

和博弈”非理性对抗色彩的举动冲击东亚地区及全

球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合作, 扭曲高科技中间品市

场, 对东亚国家获取高新技术带来较大压力。 美国

实施亚太产业政策的结果将可能推动全球价值链在

东亚地区出现“二元结构”, 并带动全球价值链向国

家战略价值链进行模式转化(余南平等, 2023)。 这

些因素最终将阻碍全球价值链网络链接畅通, 损毁

全球价值链既有的高效分工。
(二)东亚价值链重构将引发东亚国家间更加激

烈的国际竞争

东亚价值链重构将强化东亚区域内的产业链合

作共识, 形成更紧密的东亚区域贸易网络和产业分

工体系, 给东亚国家提升区域产业链价值链水平带

来新机遇, 但同时也面临新挑战(陈慧, 2022)。 东

亚国家将在产业领域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基于东

亚主要经济体相关产业部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

结果表明(见图 2), 东亚经济体中, 中日韩三国、
印度尼西亚、 越南、 老挝等国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指数均高于 1,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马来西亚、 泰

国、 柬埔寨等国近年来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逐

年提高, 在 2020—2021 年已高于 1; 新加坡商品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远远低于 1, 但其服务显示性比

较优势指数在 2019 年以后已高于 2, 出口服务产品

显示出较强的竞争优势。
从具体产业来看(见表 6), 中国在大多数制造

业行业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与印度尼西亚、 马来

西亚、 泰国、 越南等东盟国家在优势产业领域存在

较多的重合, 其中,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

宾、 泰国、 越南在食品、 饮料和烟草(C3), 印度尼

西亚、 越南、 柬埔寨在纺织品( C4), 印度尼西亚、
越南在皮革( C5), 印度尼西亚、 老挝在木材产品

(C6),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泰国在橡胶和塑料

(C10)等行业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虽然东盟国家

参与全球竞争的重点产业部门是低技术制造业, 但

中国在这些行业尚未完全实现转型升级的情况下,
部分传统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容易受到具有人口红利

的东南亚国家的冲击, 需要进一步协调与东盟国家

的产业分工。 日本和韩国则在高技术制造业具有较

强的竞争力, 随着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的不断

提升, 中日韩三国在机械制造( C13)、 电气和光学

(C14)等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同

时, 在化学制品(C9)、 橡胶和塑料( C10)、 非金属

制品(C11)、 基本金属制品(C12)、 运输设备(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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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业部门, 三国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值得

注意的是, 在电气和光学行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与中国也形成了一定的

竞争关系。
亚太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在亚太价值链中的角

色发生了显著变化, 随着中国在亚太价值链中的地位

得到显著提升, 对所参与亚太价值链的影响力和控制

力有所增强。 然而, 随着中国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禀赋

优势的逐渐丧失, 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增加了中国投资

转移、 贸易转移和产业转移风险, 东南亚国家凭借劳

动力成本、 关税优惠、 税收优惠等比较优势, 吸引美

日等国的跨国公司将亚太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环节由中

国逐步转移到越南、 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这

导致中国面临被越南等东盟国家争夺加工组装地位

的威胁(周彦霞等, 2021)。 美国为提高本土制造能

力, 加强与欧盟、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供应链合作, 选择多个地区生产和进口中间品, 降

低对中国的依赖与“断链”风险(崔日明等, 2020)。
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对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分

工模式的依赖程度趋于弱化, 增加了中国企业走出

去开拓市场的难度, 使得中国利用传统优势继续参

与东亚价值链的空间越来越小(吴迪, 2023)。
(三)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影响东

亚区域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虽然东亚地区数字化进程整体态势向好, 但区

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存在较大差异,
部分欠发达国家(如老挝、 缅甸等国)数字信息基础

设施相对落后, 前沿性信息通信设施比较落后, 存

在“数字鸿沟” 现象(罗圣荣, 2023)。 区域内各国

间“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加大了数字经济合作的难

度, 导致各国数字发展水平失衡, 不利于共享数字经

济红利。 从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2019 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 (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GCI)中的 ICT(信息与通信技

术)采用得分来看, 中日韩三国以及东盟国家存在

较大的差异, 其中中日韩三国及新加坡得分最高,
特别是韩国, 从 2018 年起得分已超过 90 分。 东亚

国家中, 菲律宾以外的其他国家 ICT 采用得分在

2017—2019 年间均有所提高, 中国从 2017 年的 63
分提高到 2019 年的 78. 5 分; 越南更是从 2017 年的

42 分提高到 2019 年的 69 分; 柬埔寨也取得了较大

提升; 老挝在上述经济体中得分最低(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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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亚各经济体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2010—2021 年)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原始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GVC 指标体系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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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东亚各经济体制造业分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2015—2021 年平均值)

行业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C3 0. 5 0. 1 0. 2 3. 5 2. 9 2. 8 0. 2 2. 1 4. 8 1. 0 0. 8

C4 3. 1 0. 2 0. 8 1. 9 0. 2 0. 4 0. 0 0. 9 4. 3 1. 1 13. 7

C5 2. 9 0. 1 0. 4 4. 2 0. 2 0. 3 0. 0 0. 9 13. 7 1. 0 0. 0

C6 1. 4 0. 0 0. 1 3. 1 2. 2 0. 5 0. 0 1. 1 1. 8 9. 1 0. 4

C7 1. 1 0. 4 0. 4 1. 9 0. 5 0. 2 0. 7 0. 4 0. 2 1. 4 0. 7

C8 0. 4 0. 7 2. 5 2. 2 0. 3 0. 1 1. 0 1. 3 0. 1 0. 0 0. 0

C9 0. 8 1. 2 1. 6 0. 8 0. 8 0. 2 1. 1 0. 7 0. 2 0. 0 0. 0

C10 1. 4 1. 2 0. 7 1. 9 3. 0 0. 4 0. 1 2. 3 1. 6 0. 0 0. 5

C11 1. 9 1. 3 0. 5 0. 6 2. 0 2. 0 0. 1 3. 0 2. 7 0. 1 0. 0

C12 1. 0 1. 9 1. 1 1. 0 0. 4 0. 5 0. 1 2. 2 1. 0 0. 0 0. 0

C13 1. 5 1. 4 1. 0 0. 2 0. 4 0. 4 0. 3 0. 5 0. 3 0. 0 0. 0

C14 2. 5 1. 6 2. 6 0. 5 1. 9 2. 0 1. 8 0. 2 1. 3 0. 0 0. 0

C15 0. 5 2. 4 1. 6 0. 5 0. 1 0. 2 0. 3 1. 1 0. 3 0. 0 0. 1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原始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GVC 指标体系数据库。
　 　注: C3—食品、 饮料和烟草; C4—纺织品; C5—皮革; C6—木材产品; C7—纸浆和纸张; C8—焦炭和精炼石油; C9—化

学制品; C10—橡胶和塑料; C11—其他非金属; C12—基本金属品; C13—机械制造; C14—电气和光学; C15—运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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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亚各经济体 ICT 采用得分(2017—2019 年)
数据来源: CEIC 数据库。 该数据来自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The
 

Global
 

Competi-
tiveness

 

Index,
 

G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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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国家间数字

经济市场规模存在明显差异, 各国数字经济国际竞

争力也存在较大差距。 从东亚各经济体电气和光学

(C14)、 邮政和通信( C27) 两大产业部门的显示性

比较优势指数来看(见图 4), 中日韩三国在电气和

光学行业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东盟国家中除马来西

亚、 菲律宾和新加坡外, 其余国家在电气和光学产

业行业竞争力不明显; 但中日韩三国在邮政和通信

行业竞争力不明显, 而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 菲律

宾和柬埔寨则在该行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东亚各国凭借其庞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体量, 成

为多方数字博弈的角逐场, 美国、 欧盟、 日本等经

济体积极参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 域外经济体在促

进东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加剧了域内数

字市场的竞争。 虽然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产业在

消费端应用市场广阔, 但生产端数字技术人才短缺、
企业生产研发创新能力较差, 本土数字化生产能力

不足, 数字人才普遍短缺问题日渐凸显(牛东芳等,
2022)。 这些前沿性数字领域存在的结构性短板不

但导致东亚各国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无法完全释

放, 而且限制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发展。
为保护本国新生数字经济市场, 东亚各国制定

了一系列数字贸易措施, 但是数字贸易壁垒的存在

将阻碍跨境数据流动, 影响跨境经济数字化转型。
利用 OECD 编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Digital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计算 2014—2021
年间东亚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平均值(见

图 5), 日本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平均值最低, 对

服务贸易的限制最少; 老挝、 柬埔寨的指数平均分

值最高, 印度尼西亚的指数平均分值也较高, 表明

对服务贸易的限制较多。 2014—2021 年, 除了老

挝、 新加坡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得分有所降低

之外, 其他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得分均

维持不变或有所提升, 表明近年来大多数东亚国家

对数字服务贸易的限制没有减少。
目前, 东亚国家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字经济

发展规则, 各国的经贸规则与数字标准配合程度较

弱, 协调性较差; 各国在数字贸易关税、 增值税等

方面的税率差异较大; 数据流动和信息传递、 跨国

交易和支付、 海关监管等领域的法规与技术标准有

着明显差异, 数字技术标准、 物流运输标准、 法律

法规、 金融规则等方面存在不协调不兼容(陈敏冲

等, 2022)。 区域内也缺少专门解决数字经济纠纷

的协调机制, 给国家间数字经济合作设置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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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亚各经济体数字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2015—2021 年平均值)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原始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GVC 指标体系数据库。
注: C14—电气和光学; C27—邮政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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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亚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2014—2021 年平均值)

　 　 数据来源: OECD 数字 STRI 监管数据库。
注: D_STRI 表示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D_STRI_HI 表示数字服务监管异质性指数。

障碍。 采用 OECD 数字 STRI 监管数据库的数据, 计

算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双边数字服务监管

政策异质性指数, 衡量双边数字监管政策差异程

度(见图 5) 。 可以看到, 中国与日本数字监管政策

差异程度较大, 中国与韩国、 印度尼西亚的数字

监管政策差异程度较小, 但与其他东盟国家(除印

度尼西亚外)的数字监管政策差异程度较大。 这种

数字服务监管的非协调性可能会对东亚区域价值

链升级造成极大的影响, 不同国家之间需要建立

新的规则和互信, 从而实现包含数据、 资金、 商

品和服务的高效国际流动(杨达等, 2022) 。

三、 推动优化东亚区域价值链

重构的路径对策

东亚价值链的内向化发展特征, 区域内产业分

工的“梯次互补”, 以及域内国家为了缓冲逆全球化

的共同利益诉求, 为东亚价值链重构奠定了基础

(刘兆国等, 2022)。 东亚价值链已经具备进行重构

的基础, 东亚国家应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时机,
主动推进域内各国进行有序的价值链分工与合作,

构建区域价值链。
(一)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载体, 构建包

容性区域价值链

东亚国家应积极利用地缘政治新环境, 深化命

运共同体意识, 有效控制地缘风险对东亚区域价值

链重构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 中国要充分发挥地缘

优势, 加深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依赖和供应链韧性,
以此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战略互信。 引导

区域国家维护区域经贸合作的良好趋势, 防范美国

借“印太经济框架”扰乱区域经贸合作, 制造地区国

家在经贸领域分裂对抗。 东盟国家是“印太经济框

架”的主要参与国, 中国要充分发挥好与东盟国家

共同建立的合作发展机制, 强化中国—东盟经济依

存度, 增强中国在亚太区域供应链坚韧度, 化解美

国利用东盟国家以“印太经济框架” 孤立中国的目

的。 对于区域内的亲美阵营, 中国要充分发挥地缘

优势, 协调中日韩关系, 加强域内政府间及民间沟

通与协作, 引导社会舆情良性传播; 以 RCEP 为契

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 挖掘利

益契合点, 以经济利益捆绑的方式实现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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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创新, 在东亚

地区稳妥开展健康、 绿色、 数字、 创新等新领域合

作。 “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发展模式为东亚国

家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契机, 推动“一
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 既给东亚国

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发展带来契机, 也有

助于东亚国家之间构建内生关联。 在高技术、 中技术

和低技术制造业领域,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国内生产

配套能力具有错位优势, 中国分梯次有序推进产业转

移, 持续深化与东亚国家多边和双边产业合作, 有利

于形成“中国技术”与东盟国家“资源+劳动”新的禀赋

优势互补, 从而形成技术创新、 产业链配套体系互补

的格局, 进而加快推动东亚国家从嵌入型全球价值

链向主导型区域价值链转变, 降低对美国直接出口

的依赖度, 提升东亚区域价值链的稳定性。
(二)加速完善区域产业链分工体系, 强化区域

价值链体系的韧性和互补性

借助 RCEP 合作框架, 加强东亚区域价值链合

作。 RCEP 的实施是对完善东亚区域价值链诉求的

有效回应, RCEP 将有利于加速以中国为核心的东

亚区域价值链融合发展。 东亚各国要利用好 RCEP
的规则红利, 特别是利用原产地累积规则, 鼓励企

业依托 RCEP 深入参与至亚太地区生产网络中, 进

一步放大东亚地区的整体规模优势与后发优势, 降

低东亚国家之间的不良竞争。 有效利用并主动加速

以价值链区域化为特点的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 合

理引导东亚国家企业在地区间生产片段的布局, 理

性客观看待 RCEP 的实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快中国劳

动密集型行业向东盟国家转移的趋势, 通过优化产

业政策, 积极引导企业将产业链高端和核心环节留

在国内, 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向当地延伸, 强化与

转出环节的产业关联, 促进中国企业与东盟企业建

立密切的前向和后向联系。
充分发挥中国的市场优势, 推动国内市场、 东亚

区域内部市场与世界各区域市场间的有机链接, 加快

区域价值链整合。 东亚价值链重构和升级需要建立在

东亚经济体自身发展动能基础上, 依托东亚地区内部

需求进行引领。 中国已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

入”, 成为东亚地区中间品、 零部件重要来源地和吸

收地, 为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中间品与最终消费

品市场, 并成为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与东亚价值链环

流的价值枢纽。 中国具备推动东亚价值链合作的区位

优势, 可依托中国新型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一个大国

对于区域价值链的引领、 整合与治理作用(索维等,
2022), 以市场为驱动要素, 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区

域产业链价值链, 增强对区域价值链的主导权。 要充

分发挥中国市场潜力大、 配套能力强、 应用场景多的

优势, 加强与东亚国家在新材料、 人工智能、 数字技

术、 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优化高端产

业区域价值链, 提升区域整体影响力。
充分发挥东亚国家的技术创新优势, 全力突破

导致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关

键技术制约, 构建价值链的攀升渠道。 加大在现代

化通信、 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

新兴产业的合作, 重点关注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设

备, 以及药品、 医药化学品等高技术行业在东亚国

家的分工合作, 继续强化部分行业尤其是高技术行

业的价值链地位攀升。 中国要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

能力, 加快布局战略性产业与新兴产业, 以中国为

技术和市场双引领枢纽, 提升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完

善程度与自生能力。 深度挖掘技术优势领先的领域

(如人工智能、 数字技术、 量子通信技术、 云计算、
高铁技术等), 强化在这些领域的链主地位, 提升

对其他行业的融合引领能力。 加强东亚国家在标准

制定领域的合作, 包括加强标准、 技术法规以及合

格评定程序方面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采用制度性话

语权主导与技术掌控主导并重的方式进行新型全球

价值链治理。
(三)提高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作, 营造开放共

享的数字经济合作环境, 加快数字贸易规则建设,
为推进东亚区域价值链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大助力

强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作, 促进东亚区域内

数字互联互通。 面向数字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较为

滞后的部分东盟国家, 如老挝、 柬埔寨和缅甸等,
可从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设施两个领域与其开展数

字资源设施共建协作, 共同推进各种数字资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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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通过开展网络、 算力及新技术基础设施合作

项目, 改善部分国家移动互联网传输速度缓慢和网

络普及率较低的问题, 提升东亚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的质量和连通性, 着力缩小“数字鸿沟”。 借助数字

技术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转型升级, 引导区域内

资本投资互联网应用市场, 帮助域内企业加快数字

化转型; 加强中日韩三国数字科技企业积极与东盟

各国数字信息软件的开发升级合作, 建设现代、 安

全的数字支付体系, 提高域内企业电子交易参与度、
激发互联网产业和电子商务产业活力, 推动东亚国

家工业、 金融、 教育等多领域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

与转型, 为企业开拓全球业务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进一步适应数字化发展新趋势, 加快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 提升东亚区域数字技术引领能力。 东

亚各国应基于数字化生产模式, 着力推进各国在科

技创新政策、 技术转移、 联合研发、 人才交流等领

域的合作, 改善东亚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无

序竞争局面。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制造业融合发展,
引导企业向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转型, 重点构

建能够满足高品质、 多样化、 个性化需求的产业链

和供应链体系, 实现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 中日韩

三国应综合考虑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条件和诉求,
依据东亚各国的合作潜力次序, 明确各国的合作重

点, 差异化推进合作。 特别是中国需要依托自身超

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 内生地培育参与乃至引领全

球价值链的竞争新优势, 为主导东亚价值链重构提

供技术、 产业支撑, 逐渐形成在东亚价值链中的主

导权和引导力。 针对东盟部分国家数字人才储备不

足和数字科技研究力量较弱的问题, 强化与东盟各

国的科技交流, 依托东亚数字科技研究和人才市场

规模等优势, 积极做好东亚国家的数字人才培养合

作与数字技术交流工作。
积极参与数字经贸规则的制定, 提升制度性话语

权, 为重构东亚区域价值链争取更有利的制度保障。
东亚国家要抓住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调整和重塑的机

遇,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 制定符合东亚

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相关法规。 统筹协调跨境支付结

算、 数据流通、 海关监管等方面的数字规则规范, 寻

找数字经济合作的全新路径, 落实金融服务规范、 海

关检疫、 国家数据安全等数字合作领域的规范框架、
具体标准细则和条款。 东亚国家在满足各自共同利益

诉求的基础上做好数字化战略顶层建设和双向对接,
以 RCE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协定为契机,
将相关数字经贸议题纳入东亚地区互联互通及一体化

的建设中。 解决数字贸易方面长期存在的规范性难

题, 如个人数据保护、 电子支付、 数字身份、 在线

消费者保护、 金融科技和开放政府数据等关键数字

贸易议题, 争取域内国家达成数字经济发展共识,
共建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有效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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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st
 

active
 

region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East
 

Asia
 

has
 

been
 

influenced
 

by
 

multi-
ple

 

factors,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shown
 

a
 

new
 

tren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re-
gionalization

 

of
 

trade
 

value
 

added
 

in
 

East
 

Asia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it
 

tends
 

to
 

be
 

short-chain
 

in
 

the
 

global
 

val-
ue

 

chain
 

divisi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division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value
 

chains.
 

Building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value
 

chains
 

are
 

in
 

line
 

with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de-
mand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but
 

the
 

impact
 

of
 

external
 

factors
 

on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s
 

is
 

intensifying,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value
 

chains
 

faces
 

certain
 

uncertainties.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s
 

will
 

also
 

trigger
 

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varies
 

among
 

countries,
 

affec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
 

In
 

order
 

to
 

better
 

avercome
 

the
 

obstacles
 

and
 

risks
 

faced
 

b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chains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construction,
 

ac-
tively

 

promote
 

orderly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value
 

chains
 

among
 

countries
 

within
 

the
 

region,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of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ast
 

Asian
 

countries
 

to
 

elevate
 

their
 

industries
 

to
 

the
 

high
 

rang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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